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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   

作者：将无同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研究这一段的老一辈学者

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

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

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

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

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

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

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

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

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

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

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

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

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

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

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

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

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

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

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

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

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

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

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

《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

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

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

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



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

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

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

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

“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

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

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

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

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

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

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

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

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

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

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周先生在上述研究中还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余地。比如说为什么这一时

期史学能够与经学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制度的变化是否与此有关？为什么与此

后纪传体史学著作一统天下局面不同，编年体史学著作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高的地位？史

学著作种类的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周先生又发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

题。他说“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

多。”关于《史》、《汉》的不同，自来学者虽多有关注，但从后人对二书兴趣的不同来

提出问题的却不多见，如果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定是极有意义的。关于语言文字方

面，他指出“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并引《文心雕龙·通变篇》：“今才颖之

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后又引《史通·

模拟篇》：“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刘

勰与刘知几所谓“近附而远疏”、“喜学五经”两说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周一良先生特别关注的又一类问题。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在涉及

这类问题时主要是讨论分立的政权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上争正统。而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

史学与王朝禅代》这篇文章中却着重讨论史家在修史时是如何处理王朝禅代这个敏感问题

的。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

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

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涉及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

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

了。” 除禅代问题外，周先生还对北朝崔浩国史之狱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由崔浩修国史

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北朝政治史、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周先生在《札记》中对此有详细讨

论。他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

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此文还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做

了精致的辨析。有学者称赞道：“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

决”。  

  在周先生的诸篇史学史论文中，我最喜欢的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文章首

先引了两条史料。《世说新语·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

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



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

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

中窥日也。”《隋书·儒林传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

叶。”据此，周先生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

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

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在这个大背

景下，他开始分析南北史学的不同，发现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

《南齐书》中的论、序和北朝魏收《魏书》中的论、序相比较，南朝史家著作中的论、序

确实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如《后汉书·党锢传》序就不单议论后汉，

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范晔的有些论断，从今天的角度看，也还是站得住的。

他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而北方魏收的《魏书》列传中的

论、序，往往是就事论事，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看不到敏锐

深刻的高见卓识，议论的思辨性也不强，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史学之外，周先生进

而又注意到南北文学、佛教方面的不同。他说，文学上，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

佛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都与史学上的南北不同有相通之初。在这

个基础上，他最后说：“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

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

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有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

名之为深义文化。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

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这篇文章的特色是作者没有具体考证什么，而只是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了南朝、北朝史

学的相异之处。与文学、经学不同，史书中记载当时史学上南北相异之处的材料并不多。

他在史书的论、序上找到南、北可资比较的因素确属不易。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眼光锐

利，而另一方面也与他多年的积累分不开。为说明这点，我们有必要从他早年的《魏收之

史学》谈起。 

  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年轻的周一良先生做了大量细密的考证。《魏书》向来有

“秽史”之名。而他认为“《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

肆其曲笔者，误矣！”他拿《魏书》与《十六国春秋》、《晋阳秋》、《续晋阳秋》逐条

对比，发现《魏书》所载“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至于东晋诸

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

秋》、檀道鸾《续晋阳秋》。” 这种从史源上辨析的方法虽然很费力，但却是非常有效

的，因为既然很多具体记载都是前人所写的，魏收自然不能为此负责任。关于魏收的讨论

虽然结束了，但在这个基础上，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这种细致比较的研究习惯，最

终，他有把握地说道：“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

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

且取舍大致相近。……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

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

分。”  

  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他早年研究魏收时发现《魏书》大抵因袭旧史，如果不是沿着

这条路继续走，进而发现“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他就很

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史书的论、序上来。如果没有意识到论、序是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部

分，他就很难意识到要从这个方面来比较南朝北朝史学著作的异同了。因此，此文看上去

虽然只是宏观议论而没有具体考证，但实际上这是以几十年的大量细致的研究作为基础

的。 

  周一良先生精通中外历史。这对他研究史学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最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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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

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

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

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

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

《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 广博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能够在中外历史

间纵横驰骋并进而寻找到新的思考线索。 

  在文学领域内，文学史是极受人关注的，但是在史学领域内，史学史却有些受冷落。

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周一良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相信，后来的

研究者必定会沿着他的这条道理继续前进的。 

（原载于《敦煌吐鲁番研究集刊》第二集，2002年） 
 

 【投稿】 【打印】【关闭】    

  
 请输入关键字 搜索 百度联盟峰会  

 

  相关文章

 ·朱希祖与中国史学 
·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 
·略述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 
·現代中國史學的成立(1900-1949年) ：從史學概論到研究方法 
·史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双璧”：《史通》和《文史通义》 

   

  

学友评论

发表评论：    匿名 标题:  注册 智识论坛gfedc

评论内
容：

※您要为您所发的言论的后果负责，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发 表  查 看 

 


